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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度学习是当前学习科学和教育教学领域重点关注的热点话题。国内外学者对“如何促进深度学习发生”进行了系列研究，但是现有研究忽视了教师对学生深度学习状态的识别，因而实践中无法采用精准的教学干预。运用扎根理论对159篇教师发表的深度学习文献进行三级编码，逐步构建出教师视野中的学生深度学习三维状态表征体系。该表征体系由认知、行为和情感三个维度构成，其中认知状态包括分析解释、推理质疑、概括论证等9种表征，行为状态包括主动交互、自主学习、执行计划等9种表征，情感状态包括产生学习动机、养成学习态度、形成学习意指等8种表征。对学生深度学习状态表征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深度学习的概念内涵实操性较弱、对学习层次区分的敏感性较低以及将中等水平的深度学习当作学习目标是造成教师对学生课堂深度学习出现认知偏误的深层原因。因此，教师不仅要学习和实践深度学习的发生机制和促进策略，更要从学习者的多维发展视角精准科学地理解课堂深度学习的本真。该表征体系扩宽和深化了已有研究成果，为教师有效开展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教学实践提供了方向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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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在学习科学领域，深度学习在近些年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被视为是推进学习科学深入发展的重要突破方向。关于“深度学习如何发生”以及“如何促进深度学习发生”的问题已成为学界的热点研究话题（吴秀娟等，2014；王天平，2017；彭红超等，2020）。
国内外学者对“如何促进深度学习发生”的研究已经形成系列成果。他们大多通过开展问卷、访谈和实验等实证研究，提出促进课堂深度学习发生的教学策略及其操作框架。例如，在早期研究中，国外学者Biggs等（1989）提出教师在课堂中可使用如教学游戏、情境再造等直观教学法来引导学生实现深度学习；Grauerholz（2001）为教师开展促进深度学习的实践提供了整体性教学策略；Matthew等（2004）验证了学习环境的优化策略对于深度学习的应用价值；Smith等（2007）肯定了教师对实现课堂深度学习的重要地位，并提出“交流—核查—反思”的操作路径；Eric Jensen等（2009）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名为“深度学习路径”的教学模式以及深度学习发生的7种促进策略；McNamara（2011）认为学习者的元认知能力对于理解知识的内涵发挥着重要作用，采用元认知策略有助于实现深度学习。国内学者也提出了促进深度学习的目标引领策略（马朝华等，2015）、问题导向策略（郭元祥，2015）、情境体验策略（何玲等，2005）、评价诊断策略（张治勇等，2013）以及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潘瑶珍，2009）等相关教学策略。然而实践中，当很多教师将深度学习的相关原理和促进策略应用于学科教学的真实情境时，大部分学生的学习仍停留在表层，对学习过程也缺乏深入的理解，深度学习并未有效发生而且也难以发生（陈明选等，2016；龚静等，2020）。实践应用的成效未达到预期的成因是复杂的，其中教师作为课堂中教学理论—实践转换过程的操作者，对学生深度学习状态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深度学习的有效发生。教师只有明确深度学习的发生状态，才能在实际教学中准确判断学生学习的真实状态和实际水平，进而采用精准的教学策略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发生。
“表征”一词源于拉丁语名词“Repraesentatio”和动词“Repraesentare”，既可表示反映现实世界的内在认知符号，又可表示为利用该符号的心智状态，即一种将某种实体或某种信息表达清楚并详细说明如何表达的形式系统（Marr，2010）。表征的对象可以是图像、具体事物或物体的内在状态。深度学习的状态表征是指深度学习发生时，将学习者的状貌特征或动作情态信息清楚呈现的形式化系统。自12世纪阿维森的《灵魂论》被翻译为拉丁文起，表征便与认知、心智联系起来并得到广泛使用（Lagerlund，2012）。乔姆斯基（Chomsky，1964）的语言理性主义观点认为，语言的内容和形式是人类心智的构成要素，人类语言是一种深层次的表征形式。据此，教师对学生深度学习状态的认识能够通过教师的语言表现出来，并以教师视野中的学生深度学习状态表征的形式呈现出来。目前，在探究课堂深度学习表征的研究领域，仍然缺乏综合性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原因如下：首先，由于课堂中深度学习状态的复杂性与研究观察的间接性，很难对其进行精确定义。其次，相关研究的视角较为分散，未能形成规范且具有普适意义的深度学习表征的话语体系。最后，已有研究成果缺乏理论支持，存在较强的主观性及“草根化”特点，可称其为课堂深度学习的“状态表征雏形”。有鉴于此，本研究将应用扎根理论对159篇教师发表的深度学习文献进行分析，挖掘课堂情境中与深度学习相关的多维度数据，以期更深入地探究教师视野中的课堂深度学习表征问题。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1.研究对象
为了转变以知识堆积和追求教育GDP为目标的程序化、肤浅化学习方式，教育研究者以及众多一线教师将目光聚焦于深度学习领域。一些具有强烈研究意识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将深度学习的相关原理和促进策略应用于学科教学的真实情境，结合具体的教学案例说明在课堂中如何有效地促进深度学习发生。此外，一些教师通过个案研究、教育行动研究和叙事研究等研究方法，对所在学科的深度学习现状和效果开展实证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深入挖掘教师发表的深度学习文献，能够提取其中学生处于深度学习状态的教学片段，获得深度学习的个案数据、师生深度学习的表现数据和课堂情境的状态数据，为后续研究的开展奠定现实基础。因此，本研究拟选择教师公开发表的深度学习文献为研究对象。
研究者以中国知网（CNKI）、万方和维普等数据库作为文献检索系统，以“深度学习”作为检索主题，以“课堂”和“教学”作为检索词依次进行检索。为确保研究样本的有效性，研究者根据被检索文献的被引数、相关度和下载量对检索结果进行筛选，剔除重复、相关度低的文献后初步确定研究样本。此外，为确保研究文献中课堂深度学习发生的真实性，研究者对初步筛选后的文献进行针对性阅读和片段解读，剔除教师认为深度学习未发生的部分文献，以确保研究文献中深度学习案例是教师认可且有效的。最终获得符合研究要求的文献159篇，涵盖多个学科，以语文、化学、数学和物理学科为主（见表1）。研究者将每一篇文献作为独立的分析单元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并把分析结果作为后续编码的依据。
表1     深度学习文献来源

2.研究工具
研究者选择NVivo工具对研究对象进行编码分析，通过数据精准地表征课堂深度学习的状态。在质性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本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工具（陈向明，2000）。质性研究要求研究者立足于参与者的视角，把对研究对象的前认识悬置起来存而不论，仅仅凭借直观对“意向对象”加以描述和归纳（叶晓玲等，2016）。为了保证编码过程和结果的真实客观性，研究者需重新认识教师的价值，确定教师在课堂深度学习研究中的角色定位及职能——既要肯定教师开展众多实践的价值，又不能忽略这些实践可能存在的“草根化”和“伪学术化”等局限，从而能够从大量的体验文本中提取准确的信息。此外，为了提高研究信度，在文献资料分析的各个阶段，研究对5名研究者独立编码的结果进行横向比对，并对编码的内部一致性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能够有效提炼信息并还原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的深度学习状态。
3.研究方法
TF-IDF是“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的缩写，全称为“术语—逆向文档频率”。该方法是用以评估某些关键术语对于某个语料库或语料库中部分文档的重要程度的信息检索和数据挖掘的加权技术，该算法的核心是关键术语的重要程度与其在被检索文档中出现的频次成正比，与其在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成反比。TF-IDF术语提取法在数据处理、文本分析和信息检索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王洁等，2018），能在算法层面确保NVivo层级式节点编码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三、数据的编码分析及编码体系构建
1.编码的理论基础
深度学习研究最初始于对深度学习和浅层学习的区分。Marton等（1976）首次提出深度和浅层两种学习状态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学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主要有学习方式说、学习过程说和学习结果说。学习方式说认为深度学习与浅层学习是相对的，主要体现在知识迁移、创造以及在新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差异（何玲等，2005；安富海，2014；Ramsden，2003；Eric Jensen et al.，2010；Biggs et al.，2011）。学习过程说强调深度学习对于学习者深入理解、长期保持新的认知结构并能够提取所学知识解决多情境问题的显著作用（高东辉等，2019；Beattie et al.，1977）。学习结果说则分别对深度学习和浅层学习的目标进行了理论划分，并在目标层次、思维能力、学习行为和认知结果方面对二者的特征进行了总结（张浩等，2012；段金菊等，2013）。
深度学习在认知维度强调学习者掌握非结构化知识、形成批判性思维、主动建构知识体系、有效进行迁移应用及解决实际问题（安富海，2014），与之相对，获得和理解知识的学习属于浅层学习。Mioduser等（2000）将行为交互分为简单活动和复杂活动，认为深度学习应注重学习者的高行为投入，强调自主性和创造性行为投入；而接受性和操作性行为不需要高阶思维能力参与就能实现，因而属于浅层学习。深度学习的过程也体现为高情感投入，即学习者需要将其归属感内化并升华为自觉生命活动的过程（段金菊等，2013）；而情感积淀过程只涉及情感体验的积累，因而属于浅层学习。综上，在浅层学习和深度学习的表征方面，学界已达成一定共识（见表2）。据此，研究者将对159篇教师发表的深度学习文献进行分析和编码，精准探究教师对学生深度学习状态的认识情况，并科学构建教师视野中的学生深度学习状态表征的编码体系。
表2    浅层学习和深度学习的表征

2.编码过程
研究者把教师发表的159篇样本文献（按内容划分为教学案例、学术论文和其他研究成果）导入NVivo，借助其具有的层级式节点编码功能对研究文献中学生处于深度学习状态的教学片段进行多维编码。研究过程采用三级节点编码，下级节点从属上级节点，参考点数量为节点的编码频次。在整个编码过程中，研究者对各自独立归纳的编码节点进行多组横向比对，并对轴心式编码的内部一致性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确定教师视野中学生深度学习状态表征的三级节点结构。遵循安塞尔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的扎根理论研究范式，研究过程分为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三个阶段。
（1）开放式编码——基于学生深度学习“状态表征雏形”的分析
开放式编码是分析原始材料中的文本内容，对材料中出现的相似现象抽象化并整合到同一概念内涵的编码过程（Glaser，1992）。基于扎根理论的“本土化”原则，开放式编码所形成的自由节点均来源于159篇教师发表的深度学习文献中的原始描述。研究者将研究文献中教师对学生深度学习状态的描述称为深度学习的“状态表征雏形”。原因如下：首先，教师开展的教学实践呈现一元模式取向，研究视角较为单一且多采用单一的教学与评价方式。其次，研究质量不高且内容缺乏深度，研究成果中与课堂深度学习表征相关的系统文献较少，内容多为经验性的分享与介绍。最后，课堂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系统，数据挖掘存在一定难度，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有待验证。通过对159篇课堂深度学习文献进行梳理并对课堂深度学习的“状态表征雏形”进行针对性提取和归纳，研究者得到3518个与学生深度学习状态表征直接关联的自由节点。
（2）轴心式编码——呈现教师认知学生课堂深度学习的偏误
轴心式编码阶段的主要工作是研究者将原体系中的行为描述进一步具体化，剖析其内核，并利用NVivo将前一个阶段形成的自由节点进一步归纳整合成树状节点。轴心编码后形成了11个树状节点，其中既包含表2中深度学习范畴内的6个表征，又包含浅层学习层次对应的5个表征。这表明在教师发表的深度学习的学科教学文献中，存在着教师对于学生浅层学习状态的刻画。此特殊现象说明教师对学生课堂深度学习出现了认知偏误，这为后续深入分析教师对学生深度学习状态的认识问题提供了切入点。为了区分教师视野中的学习状态层次和已有理论中相应描述的异同，研究者将浅层学习对应的5个表征称作教师视野中深度学习的“前状态表征”，将深度学习范畴内的6个表征称为教师视野中深度学习的“发生状态表征”。前状态指深度学习发生之前的准备状态，是浅层学习状态或由浅层学习向深度学习过渡的状态。发生状态层级内的树状节点符合深度学习的相关内涵特征，因此，深度学习的发生状态可认为是学界公认的深度学习已经发生的状态，其范畴内的树状节点是教师认可且为相关理论所证实的深度学习表征。
（3）选择式编码——教师视野中学生深度学习状态表征的三级编码体系
选择式编码是研究者对已经获得的类属概念进行系统分析，并从中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概念”的过程。核心概念与其他类属概念之间联系密切且能将其他类属概念串成一个整体，使分析对象形成一个清晰的故事线索。为了确定核心概念，研究者将轴心式编码得到的若干节点在更高一层进行抽象，最终形成符合从属关系的由底层到顶层的各级节点。教师视野中学生深度学习的状态表征有3个核心概念，即认知、行为和情感。据此，研究者将各维度中类属相同层级的自由节点按照节点数量由高至低排列，构建了教师视野中学生深度学习状态表征在认知、行为和情感领域的三级编码体系。同一维度下的纵向结构体现了深度学习状态表征的层级关系，括号中的数字为节点参考点数，其数值大小表明了教师对于某一因素在本层所有因素中的关注度大小（见表3）。
表3     教师视野中学生深度学习状态表征的三级编码体系

在认知领域，教师将深度学习过程划分为获得知识（158）、理解知识（284）、分析质疑（689）和迁移创新（394）四个阶段，获得知识阶段的状态表征为记忆信息和提取要素，理解知识阶段的状态表征为概括论证和关联整合，分析质疑阶段的状态表征为分析解释和推理质疑，迁移创新阶段的状态表征为直觉联想、迁移应用以及构建模型。
在行为领域，教师视野中学生深度学习状态的外显表现主要有接受性行为（148）、操作性行为（190）、自主性行为（411）和创造性行为（243）。其中，接受性行为包括观察性行为和听受性行为，操作性行为包括执行计划和练习巩固，自主性行为包括主动交互和自主学习，创造性行为包括提升学习效率、发现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
在情感领域，教师认为学生的深度学习经历了情感积淀（246）、情感升华（475）和情感内化（280）三个阶段。其中，情感积淀过程对应产生学习参与感和获得学习体验感的表征，情感升华过程对应产生学习动机、养成学习态度和形成学习意志的表征，情感内化阶段对应实现情感共鸣、产生审美情趣和内化价值观念的表征。
（4）信效度检验
参照Francis等（2010）的研究方法，利用理论饱和度指标检验研究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即研究者继续检索5篇相关文献并对其编码，验证当前数据是否达到饱和，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编码结果表明，教师视野中学生深度学习状态表征的三级编码体系中并未出现新的表征维度和范畴，该编码体系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此外，编码结果的参考点数表明，参考点大都集中在深度学习发生的状态层级，前状态表征的参考点数量远远低于深度学习的发生状态，研究文献中课堂深度学习发生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再次得以证明。
四、教师视野中学生深度学习的三维状态表征
教师视野中的学生深度学习状态表征在认知、行为和情感三个维度得以呈现：在认知领域，学生深度学习认知状态的变化是知识容量水平的螺旋式上升和认知能力层级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过程；在行为领域，非言语行为和行为参与随着深度学习的发生在逐渐增多，学生表现出的学习专注度和行为投入程度都比较高；在情感领域，情感投入随着深度学习的发生也在逐渐增多，情感体验伴随深度学习发生的全过程。据此，研究者按照维度划分进行独立分析，以构建教师视野中的学生深度学习三维状态表征体系。
1.教师视野中的学生深度学习认知状态表征
教师视野中的学生深度学习认知表征呈现出9种认知状态。其中，分析解释（350）和推理质疑（339）的节点参考点数较高，且二者类属认知领域的“分析质疑”阶段；其次，“理解知识”阶段的概括论证（145）和关联整合（139）的节点参考点数与“迁移创新”阶段的直觉联想（135）、迁移应用（133）及构建模型（126）的参考点数较为接近；最后，“获得知识”阶段对应的记忆信息（81）和提取要素（77）的参考点数较少（见表4）。
表4     教师视野中的学生深度学习认知状态表征

2.教师视野中的学生深度学习行为状态表征
在行为领域，教师视野中的学生深度学习表征亦呈现出9种外显行为。其中，主动交互（211）和自主学习（200）的节点参考点数较高，其数量远超其余状态表征的节点数。其余7种行为状态的节点参考点数差距相对较小，按照其数值排序，依次为执行计划（97）和练习巩固（93），其次是提升学习效率（83）、发现新问题（81）和解决问题（79），最后是观察性行为（78）和听受性行为（70）（见表5）。
表5　教师视眼中的学生深度学习行为状态表征

3.教师视野中的学生深度学习情感状态表征
教师视野中的学生深度学习状态表征在情感领域呈现出8种情感状态。其中，产生学习动机（163）、养成学习态度（158）和形成学习意志（154）的节点参考点数较高，三者类属情感领域的“情感升华”阶段；其次是产生学习参与感（124）和获得学习体验感（122），二者类属情感领域的“情感积淀”阶段；最后是实现情感共鸣（96）、产生审美情趣（94）和内化价值观念（90），三者类属情感领域的“情感内化”阶段（见表6）。
表6　教师视眼中的学生深度学习情感状态表征

在研究过程中，为了直观地呈现教师视野中的学生深度学习状态表征，确保研究过程的有效深入，避免研究对象不聚焦和研究结论粗浅常识化的问题，研究者按照维度划分对状态表征进行了独立分析。但是，在实际课堂中，学生是独立且复杂的个体存在，其深度学习状态并非以单维的方式呈现，而是由学习者认知、行为和情感维度的分支与网状结构多步骤构建的深层次学习状态（白倩等，2020）。分支结构的构建使学习的过程不断向下细化，即扩展学习的深度。网状结构的构建需要学习者向外进行联接，即扩展学习的广度。在实现深度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需要经历多步骤的构建，最终实现多维领域分支与网状结构的结合。只有在充分广度、充分深度和充分联度基础上发生的学习，才是“深度”的学习（刘哲雨等，2019；Egan，2011）。
五、讨论与反思
1.编码体系折射出的现实问题
通过挖掘编码结果的内在价值意蕴，研究对上述编码体系做重点阐释和分析。从外在的状态表征到内在的心理结构对教师视野中的学生深度学习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对于探究影响深度学习的因素、实现高水平层次深度学习的发生具有重要价值。由状态表征编码表可知：
第一 ，在认知、行为和情感领域的编码体系中，自由节点均包含教师对学生浅层学习状态的描述和刻画，树状节点呈现出深度学习的前状态表征层级。以上现象表明，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将浅层学习状态与深度学习状态混为一谈，未对学生深度学习的发生状态作明确界定。
第二，约50%的教师基于多维视角或立足单维视角对学生的深度学习状态进行评判，其余教师则采用笼统概述。这不利于教师对学生的深度学习状态进行深入分析并开展促进深度学习发生的精准化教学实践。
第三，各维度下参考点占比呈现较大差距，认知领域占比为43.3%，行为领域占比为28.2%，情感领域占比为28.5%。由上述数据可知，教师对学生深度学习状态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认知领域，行为及情感领域的参考点数较少，并且教师对深度学习认知领域的关注度权重约为行为和情感领域的1.5倍。这表明在实际课堂中，教师对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情感和行为领域的关注较为缺失。
第四，纵观三大维度，各个维度下高水平层次深度学习状态表征的参考点相较于中等水平层次偏少。如在认知领域，属于深度学习中等水平层次的“分析质疑”状态的节点参考点数为689，而属于高水平层次的“迁移创新”状态的节点参考点数仅为394。在行为领域，属于中等水平层次的“自主性行为”的节点参考点数为411，而属于高水平层次的“创造性行为”的节点参考点数仅为243。在情感领域，属于中等水平层次的“情感升华”状态的节点参考点数为475，而属于高水平层次的“情感内化”状态的节点参考点数仅为280。这表明在实际课堂中，学生高水平层次的深度学习发生概率较低，教师更偏重关注学生中等水平层次的深度学习。
2.对现实问题的深层归因分析
为了提升课堂深度学习的质量，有必要对上述问题展开进一步分析。分析教师对学生课堂深度学习出现认知偏误的深层原因，有利于教师在教与学多要素互动和融合的过程中，对他们开展的教学实践进行纠偏。
第一，在深度学习理论研究方面，目前所达成的共识主要有深度理解的内涵、构建适切的学习情境、以认知结构为基点构建知识体系和以迁移应用为学习目标等（刘哲雨等，2017）。国内较为认可的深度学习定义是以学习者的深度理解为基点，以新情境中的迁移为引导，以深度加工信息为方式，使学习者能够积极主动地、批判性地构建知识体系并有效迁移应用的学习方式。学习者最终能够在复杂情境中解决实际问题、达成全面学习目标并发展高阶思维能力（张浩等，2014；王鉴等，2017）。上述深度学习的概念内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研究的特色，即注重发展学习者的高阶知能以及实现知识的迁移应用（彭红超等，2020）。此概念过于强调深度学习的学习结果，却忽视了对于课堂深度学习的学习环境层、学习过程层和情感体验层的考虑（段金菊等，2013）。这种实质性定义过于抽象，其理论价值远超实际价值，不利于指导教师具体地感知学生深度学习的过程以及有效地开展深度学习的教学实践。深度学习的操作性定义仍然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探讨。研究者可以将深度学习视为一种稳定却不失灵活的、以活动进程结构为导向的学习方式（彭红超等，2020），沿着基于学习者深度学习表征的路径来构建教学实践的操作序列，以明确界定深度学习操作性定义中各个环节的内涵和样态（王天平，2018）。
第二，学生深度学习的发生不是刺激—反应联接的机械化行为过程，而是一个由外部情境至主体内部、再由主体转客体的动态往复过程。在这个动态机制中，教师是把控教学因素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发生的行为主体，承担着教与学中多个要素互动、融合和逻辑转化的职责使命（龚静等，2020），教师能否准确区分和判断学习者所处的学习层次对于促进深度学习的有效发生具有重要影响。与深度学习相对应，浅层学习是学习者在外力的驱使下，被动采用机械识记、反复操作和持续记忆以习得新知识的学习方式（杨子舟，2016）。用发展的视角反观浅层学习，此阶段学习者仍经历了一定意义的联接和生成，且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体学习的进程。按照Pascual-Leone（2000）的观点，只要存在一定经验的积累，那么对于学习水平的提升就具有一定的奠基作用。Marton等（1976）站在学习主体的立场，认为学习过程始终是由浅层学习走向深度学习的过程。因此，从浅层学习的内在特征和深度学习发生的内在逻辑来讲，浅层学习是实现深度学习发生的逻辑基点（白倩等，2020）。如果教师未具有将浅层学习与深度学习进行明显区分的意识和敏感性，倾向于将二者看作一个单独的连续统一体，那么对深度学习状态的刻画就极易陷入混乱。
第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聚焦于中等水平的深度学习状态层级，认为深度学习一旦发生就能达成学习目标，该错误认识阻碍了高水平层次深度学习的有效发生。在教育领域，众多学者对学习过程进行探索之初，就对学习深度有所涉猎。20世纪50年代，以布鲁姆为代表的教育心理学家对学习目标的分类领域开展探究，奠定了深度学习研究的学理基础（高东辉等，2019）。例如，L·W·安德森等（2007）将布鲁姆提出的认知过程修订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6个层次，D·R·克拉斯沃尔等（1989）依据价值内化的程度，将情感领域的目标划分为接受或注意、反应、评价、组织、价值与价值观念的性格化五大阶段。这些理论提出了学习过程中不同层级的目标，表明学习者所经历的深度学习过程存在多个步骤，即对同一个知识点或者问题的认识需要经历步步递进的深入领悟，高水平层次的深度学习才是实现学习目标达成的有效路径。
综上，深度学习的概念内涵实操性较弱、对学习层次区分的敏感性低以及将中等水平的深度学习当作学习目标是造成教师对学生课堂深度学习状态出现认知偏误的深层原因。在客观层面，研究者可以沿着基于学习者深度学习表征的路径来构建教学实践的操作序列，以此界定深度学习的操作性定义，为教师具体感知学生深度学习的过程以及有效开展深度学习的教学实践提供指导。在主观层面，教师应具备能够区分学生学习状态和层次的意识和能力，并加强对高水平层次深度学习目标的理解。据此，教师能够纠正目前对于深度学习状态的认识偏误并明确深度学习的发生状态。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也能够精准科学地判断学生学习的真实状态和实际水平，并采用有效的教学策略促进其深度学习的发生。
六、研究总结
课堂深度学习不仅是信息加工的过程，也是学生通过知识迁移而实现意义生成的过程，还是学生行为参与和情感激发的过程。课堂深度学习的状态表征是学生在实现知识建构与迁移、深度学习能力运用、意义生成的过程中，在认知、行为和情感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课堂情景化特征。在研究视角方面，从学习者多维发展视角来研究课堂深度学习的本真，突破了以信息加工方式研究深度学习的局限，丰富了课堂深度学习的内涵，并提供了一条基于学习者深度学习表征来构建教学实践的研究路径，有利于推动现有深度学习的理论研究沿着简化、具化和可执行化的思路开展。在研究目标方面，研究有利于教师在实际课堂中准确把握学生深度学习的真实状态与实际水平，把握课堂深度学习的情境性特色以及精准地提升有效教学和学习的程度与水平，为教师有效开展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教学实践提供了方向指引。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受制于课堂深度学习的复杂多样性以及研究文献数量在学科类别上的不均衡性，研究仅从教师的整体角度提出了课堂深度学习发生的状态指标。后续研究仍可以通过其他视角对课堂情境中与深度学习相关的多维数据进行挖掘，还可以探究不同年级或学科的教师群体对于学生深度学习状态认识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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